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

类型化视角下的举证责任

陈 　 伟 

内容提要：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是环境法学和侵权法学理论界存

在争论的疑难问题。虽然立法已经明文规定，然而司法实践中却常出现直接或间接

违背立法的现象。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认识是导致理论争论和

实践矛盾的重要原因。在英美法对因果关系所作的一般因果关系与特定因果关系两

分法的基础上，根据科学认知难度可进一步把一般因果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常识

型、科学确定型和科学不确定型。只有科学不确定型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才应由被

告承担。根据污染物致害的时空顺序，可把特定因果关系分为到达的因果关系和致

害的因果关系，而致害的因果关系则可根据证明的需要区分为暴露的因果关系和真

实的因果关系。到达的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根据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应由被告承

担。致害的因果关系中暴露的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真实的因果关系

之举证责任则由被告承担。

关键词：一般因果关系　特定因果关系　环境侵权　 因果关系　举证责任

　　随着２００９年侵权责任法的颁布施行，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似乎已经
在立法上得到了澄清与解决。〔１〕２０１５年颁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 〔２０１５〕１２号，下称 “环境侵权解释”）则进一步

明确了原被告双方在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有关的事实上的各自证明范围。然而，在司法实

践中，该问题并没有随着立法的明确而得到解决。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后，仍有相当数量的

判决书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分配没有适用侵权责任法第 ６６条的规定，而有些严
格按照侵权责任法第 ６６条规定分配举证责任的判决，却被认为产生了对被告不公平的结
果。有研究者通过对７８２份环境民事案件裁判书的分析发现，其中 “运用举证责任倒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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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
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仅为４９．６％”。〔２〕这当然可能与法院 （法官）受地方政府、舆论压力等法律之外的因素的

影响有关，也可能和办案法官的业务能力不足有关，但环境侵权因果关系倒置规则的立法

规定本身是否存在问题，这一规则的立法目的和适用范围有没有被法律所清晰界定，则似

乎没有得到系统性反思。对此，虽有学者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形成了一些不同

的观点，〔３〕然而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立法和司法解释在把环境侵权因果关

系笼统地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基础上对其举证责任进行分配，既没有注意到环境侵权因果

关系的特殊性，〔４〕也没有对此概念作进一步的分解，没有将不同类型、不同层面因果关系

的举证责任分别分配给相应的当事人。因此，本文拟在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类型化的基础上，

研究不同类型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以期为我国司法实践提供可资参照的证明理

论框架。

一、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类型

　　 （一）举证责任概念界定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举证责任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抽象、客观的举证责任，
即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一种是具体、主观的举证责任，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５〕

前者是在事实不明的前提下由立法规定诉讼不利后果由谁承担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法律

问题，后者则是证明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事实提供证据的责任。具体、主观举

证责任本质上是事实判断问题，与最终谁来承担败诉风险没有直接关联。只有在穷尽所有

证据、用尽所有方法也不能让法官得出确定事实的心证时，才涉及到抽象、客观的举证责

任分配问题。根据客观举证责任论的理解，举证责任倒置不是用来减轻弱势方证明负担的

具体方法，而是在事实不明的前提下体现法律价值取向的工具。

　　本文是在综合上述两方面内容的 “双重含义说”的意义上使用举证责任这一概念的，

即当法律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负有证实法律要件事实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证明

责任，如不能证明，则应承担败诉风险。〔６〕因此，本文既关注事实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

分配问题，也关注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对因果关系的具体证明问题。

　　就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而论，现行立法价值倾向于保护被侵权人，即法官在综
合所有证据之后还是无法对有关因果关系的事实作出判断时，应引用立法规定，作出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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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忠梅、张忠民、熊晓青：《中国环境司法现状调查———以千份环境裁判文书为样本》，《法学》２０１１年第 ４
期，第８２页以下。
参见张旭东：《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责任倒置反思与重构：立法、学理及判例》，《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２４页以下；童光法：《举证责任倒置抑或因果关系推定———对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
的解释分析》，《清华法治论衡》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２３６页以下；王社坤：《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
研究———兼论 〈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的理解与适用》，《河北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２页以下。
“诸种案例的因果关系常有不同的认定方法，……从事类型研究，实有必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４４页。
参见胡学军：《具体举证责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８页以下。
首先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论文中阐述 “双重含义说”的是李浩 （《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含义新探》，《西北

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３期，第４３页以下）。关于举证责任的概念演变，参见张卫平：《民事证据法》，法
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８０页以下。环境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概念参见马栩生、吕忠梅：《环境侵权诉讼
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法律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８０页以下。



染者不利的判决。〔７〕然而，从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的行文来看，污染者需要承担的并非仅仅
是客观举证责任，还要负责证明 “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可见，现行立法对环

境侵权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的规定，是在综合了两种理解基础上的 “危险负担说”：第一，

对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证明由污染者承担，第二，当污染者不能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时，则

应承担败诉危险。因此，当有学者指出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认定需要破除 ‘举证责任倒

置’的绝对化分配，实现从立法分配到司法裁量的转变”〔８〕时，笔者赞同破除环境侵权因

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绝对化，但并不赞同破除这种绝对化要完全从立法分配转变到司法

裁量。可以进行司法裁量的是减轻证明负担的具体方法或证明标准，至于因果关系的举证

责任，无论是事实真伪不明时的风险承担还是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究竟应由谁来

证明，则只能由也已经由立法来分配了，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是现行立法分配是否合理、

是否可以进一步细化。

　　 （二）一般因果关系与特定因果关系

　　英美有毒物质侵权法对涉及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的因果关系，采取了一般因果关系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与特定因果关系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的两分法，〔９〕这一做法值得我国法
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借鉴。〔１０〕一般因果关系是指致害因素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可能性，即

“某种物质是否可能引发某种损害”。〔１１〕特定因果关系则是在一般因果关系已被认定的前提

下，特定事件之间已经真实发生的因果关系，即某种程度的暴露 “事实上确实引起了本案

中原告的伤害”。〔１２〕一般因果关系属于社会基本共识之一种，传统社会中的基本共识由宗

教、权威、经验或常识来担保，后形而上学社会中有关一般因果关系的共识则必须经受科

学反思，由科学来担保。共识呈现为由生活世界、宗教或权威、科学反思三种整合方式构

成的金字塔形结构，〔１３〕最广泛的基本共识由生活世界所担保，而科学共识处于金字塔的顶

尖。由科学本身来担保的共识是一种强共识，是各个层次的科学理论；而对存在科学不确

定性的一般因果关系的认定，为了在有限时间 （审限）、有限空间 （效力限于原被告双方）

内解决争议，由法庭在存在矛盾的科学争论中选择其一作为法庭共识。这是一种弱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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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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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被告”，“被侵权人—侵权人 （污染者）”是两对具有不同意义的概念组，前者是程序法上的概念，而后

者是实体法上的概念。原告不一定就是被侵权人，被告也不一定就是污染者，只有在法院认定确已构成侵权的

前提下，原告才是被侵权人，被告才是侵权人，如果构成了环境污染侵权，则被告才是污染者。本文根据是

否可以明确构成环境污染侵权来区分使用这两对概念，只有在确实构成侵权的语境下才使用被侵权人和侵权

人 （污染者），其他情形则使用 “原告”和 “被告”，涉及到上诉案件则使用 “一审原告”和 “一审被告”。

陈海嵩：《论环境法与民法典的对接》，《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６１页。
ＶｅｒｎＲ．Ｗａｌｋｅｒ，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ｌａｉｎｔｉｆｆｔｏＴｏｒｔＬａｗｂｙ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ＪｕｎｋＬｏｇｉｃ”ａｂｏｕ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５６Ａｌａ
ｂａｍ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３８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有关一般因果关系与特定因果关系的详细讨论，参见陈伟：《疫学因果关系及其证明》，《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
第４期，第１２８页以下。德国和日本侵权法上也注意到了这种区分，参见徐凌波：《因果关系在产品刑事责任
案件中的认定问题》，《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４年第 １１期，第 ４９页以下；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
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７７页以下。
Ｈａｎｆｏｒ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９２Ｆ．３ｄ１１２４（９ｔｈＣｉｒ．２００２）．需要注意的是，一般因果关系的界定离不
开科学上的量化， “在足够高的剂量时，实际上任何可摄入的物质都可能被证明是有毒的，甚至包括水和

盐”。［美］约翰·斯普兰克林、格雷戈里·韦伯：《危险废物和有毒物质法精要》，凌欣译，南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８０页。
［美］吉恩·马基雅弗利·艾根：《毒物侵权法精要》，李冰强译，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２８页。
参见陈伟：《事实与规范的辩证法———哈贝马斯法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１页以下。



即个案中的司法共识，这种共识本质上是由司法权威而非科学予以担保的。〔１４〕在个案中法

官通过心证而形成的司法共识是可以被后来案件中所提供或揭示的更好证据所推翻的，而

强共识的修正或放弃则需要科学界自身的修补或革命。

　　由此，可以根据科学认知难度把一般因果关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一般因果
关系隐而不显，作为背景共识由常识经验担保，此时不需要专门提出一般因果关系的概念

即可解决司法实践问题，代表性案例为传统侵权案件。可称之为 Ｉ类 “常识型”一般因果关

系。第二种类型的一般因果关系初步显露出来，但尚未成为需要由司法进行实质判断的问

题，由法官 （法院系统、法医）自身的科学专业知识、专家证言或鉴定机构的专业知识即

可担保形成一般因果关系的共识，代表性案例在人身损害案件上为 “临床医学型”〔１５〕案

件，而在财产损害、生态损害案件上则为由鉴定意见即可明确证明的案件。可称之为 ＩＩ类
“科学确定型”一般因果关系。第三种类型的一般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科学不确定性，

科学界本身对此问题正在进行研究，存在一定的争论，此时只能由法官综合各方意见判断

一般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由一定时空内的司法判决担保共识的存在，随着更好证据的揭示，

在另案中可以修正或推翻前案有关一般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共识，形成新的共识，代表性

案例在人身损害上为 “疫学型案件”〔１６〕；而在财产损害、生态损害上则为需要利用流行病

学证据予以证明的案件。〔１７〕可称之为 ＩＩＩ类 “科学不确定型”一般因果关系。

表１　三类一般因果关系的区别

一般因果关系类型 共识担保者 认知转变条件 有效性覆盖范围 共识持续时间

Ｉ常识型 常识或经验 （宗教）
与常识有关的范式

革命
生活世界 长期

ＩＩ科学确定型
专业科学 （法医、鉴

定意见）

科学理论发生变化或

科学范式革命
同一类型案件 相对长期

ＩＩＩ科学不确定型
法院 （结合专业科学

意见）
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本案 相对短期

　　 （三）到达的因果关系与致害的因果关系

　　在一般因果关系与特定因果关系的区分框架下，可以更为清楚地分析环境侵权中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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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学共识和司法共识的区别，参见前引 〔１０〕，陈伟文，第 １３１页。此外，科学共识在证据和逻辑融贯
性的要求上与司法共识有显著区别，侵权法只需要证明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科学结论的证明一般来说需要

达到科学必然性。

前引 〔１０〕，陈伟文，第１３１页以下。
前引 〔１０〕，陈伟文，第１２７页以下。
“生态损害”，指人为的活动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依赖的生态 （环境）的任何组成部

分或者其任何多个部分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整体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能的任何重大退化。参见竺效：《生态损

害综合预防和救济法律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３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经把生态损害列为一项独立的损害，而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环境侵权责任纠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８条第１款前半句的规定，倒置规则同样适用于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同样适用于生态损害赔偿之诉。事实上，只要涉及到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因

果关系的司法认定，即便不是环境侵权或生态损害，也可以参照适用一般因果关系和特定因果关系的概念划

分。参见前引 〔１０〕，陈伟文，第１２９页注释 〔１２〕。至于财产损害或生态损害各类因果关系具体的证明标准
是否应和人身损害完全一致，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的因果关系与致害的因果关系。〔１８〕所谓到达的因果关系，是指污染物到达系争损害发生地

的因果关系，解决的是损害发生地的污染物是否是被告 （排放者）所排放的问题。所谓致

害的因果关系，是指污染物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解决的是损害是否是由系争损害发生

地发现的污染物所造成或导致的问题。〔１９〕就排放者排放的污染物到达损害发生地的路径而

言，其共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到达路径一般也不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问题，因此到达的因

果关系通常并不存在一般因果关系的问题，每一个案中的到达路径都是有待证明的特定因果

关系。〔２０〕在本文中，到达的因果关系和致害的因果关系都属于特定因果关系的范畴。〔２１〕

图１　环境侵权中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图２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

　　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致害的因果关系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损害发生地
的污染物或其次生污染物到达受害者的因果关系 （受害者在事实上接触到了污染物），可称

为 “暴露的因果关系”。第二个阶段则是污染物或其次生污染物真实致害的因果关系，即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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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有学者把环境污染致害的基本过程分解为 “排放事实”、“传播事实”、“污染事实”、“暴露事实”和 “损害

事实”，值得参考。参见张宝： 《环境侵权诉讼中受害人举证义务研究———对 〈侵权责任法〉第 ６６条的解
释》，《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３６页以下。
本文作者已在另文中阐释过这两种因果关系，到达的因果关系属于特定因果关系 Ｉ中的一个子类，而致害的
因果关系即特定因果关系 ＩＩ。参见陈伟：《环境侵权 ＩＮＵＳ条件因果关系论》，《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第７７页以下。
当然，在一些特例中，当到达的因果关系也存在科学不确定性问题时，即当某种污染物以具有科学争议的某

类路径到达损害发生地时，同样首先需要证明一般因果关系的存在，之后才有证明特定因果关系的必要。英

美法上的一般因果关系是致害阶段的一般因果关系，并不涉及到达阶段，在证明致害的因果关系时，当致害

存在科学不确定性时，首先需要证明一般因果关系的存在，之后再证明特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到达的因果关系可分为 “到达的原因”和 “到达的结果”，对 “到达的原因”本文简称为 “到达因”，同理

有 “致害因”的概念。



染物在事实上已经造成或导致了损害的发生，可称为 “真实的因果关系”。第二个阶段的因

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的多数情况下其实无法和第一阶段的因果关系相区别，因为不但在涉

及到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中无法观察到具体的致害过程，即便在科学确定型案件中，多数

案件也只是通过确定的模型来模拟致害过程，这与传统侵权案件直接观察到致害的因果关

系是不同的。〔２２〕

二、一般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基于科学认知难度的考察

　　从立法目的论的应然视角分析，需要实行倒置规则的环境侵权应该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第一，污染者 （被告）的举证能力强于被污染者 （原告）；或第二，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盖然性或不确定性。显然，并非所有的环境侵权都能满足这

两个条件之一，在有些案件中，污染者获取证据的能力与被污染者相比，并无明显优势，

甚至在个别案例中被污染者获取证据的能力更强。〔２３〕在另一些案件中，一般因果关系并不

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也没有认定上的疑难，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

根据常识即可判断，或者根据确定的鉴定意见即可得出。不符合这两个条件中至少一个条

件的环境侵权案件在性质上并不需要适用倒置规则。因此，虽然发达国家对环境侵权因果

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多有特殊规定，但并未忽视法官的能动性，“如我国采取绝对倒置者尚

极为罕见”。〔２４〕

　　没有区分具体情况，规定所有类型的环境侵权一律都应适用倒置规则，是引起理解混
淆、司法混乱的根源之一。为此，下文拟根据前文对一般因果关系的三种认识类型的划分，

把环境侵权案件分为相应的三个类型，分别研究其举证责任。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案件究

竟属于哪种类型，需要由法官初步审理之后才能判断归类，但这并不影响从立法或司法解

释上就不同类型的侵权类型事先分配举证责任。

　　 （一）常识型环境侵权

　　常识型环境侵权案件，一般因果关系不但在科学上完全确定，在常识上也很容易确定，
甚至不证自明，无需予以概念化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常识型环境侵权案件中的 “常识”

是在现有科学认知水平下，符合或不违背一般科学原理的常识。当所谓的 “常识”违背了

基本的科学原理或是已经受到前沿科学挑战 （举证责任由否定常识科学性的一方承担），则

不再属于常识型环境侵权案件：前者可以直接认定一般因果关系不存在，后者则属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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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关于这种区分的意义、方法和实质，参见前引 〔１９〕，陈伟文，第７７页以下。该文中特定因果关系 ＩＩ中的需
要证明的最小充分条件集 Ｘ１对应的即暴露的因果关系，而不需要证明的最小充分条件集 Ｘ２对应的即真实的
因果关系。

以 “平顶山市通诚煤炭储运有限公司诉平顶山市益强包装制品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再审案” （河南省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３平民再终字第４０号民事判决书）为例，一审被告通诚煤炭公司在一审原告隔壁
投产大型煤炭厂，煤炭厂产生的灰尘对原告生产的药品包装产品造成污染。这类案件原被告双方均为大中型

公司，并不存在弱小私人对抗大型公司的情形，且原告对造成污染的原因，其举证责任能力明显要强于被告，

对这类案件适用倒置规则会造成司法上的困惑。

张宝：《论环境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以贵阳市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为例》，《环境保护》２０１３年第１４
期，第６６页。



不确定型案件。在常识型案件中，案件审理或判决书中甚至都不会出现有关一般因果关系

的认定问题，根本谈不上一般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在 “邱万寿与梁石忠环境污染侵

权纠纷上诉案”〔２５〕中，原审被告梁石忠等人 “由于对洗矿场的 ２个泥塘排水管理不善，
２００５年４月份，下雨时造成塘坝倒塌，泥水冲毁位于泥塘下方邱万寿的１．６３亩甘蔗，造成
经济损失”。一审法院认为 “梁石忠在邱万寿甘蔗地的上方开采矿石，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

防护措施，导致采矿产生的废泥等冲进邱万寿的甘蔗地，影响甘蔗生长，造成邱万寿的经

济损失，梁石忠的行为已构成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这起典型的常识型环境侵

权案件中，废泥影响甘蔗生长的一般因果关系是法官根据常识得出的判断，并不存在科学

不确定性的问题，也没有对一般因果关系鉴定的必要。即便存在倒置规则的适用，也只能

是在证明特定因果关系的阶段，而后文的论述将表明，暴露的因果关系 （致害的因果关系

的第一个过程，甘蔗暴露于废泥中）的举证责任由被侵权人承担更为合适。

　　常识型案件中一般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已经被特定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所吸收，
即原告只需要能够证明特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即可根据常识预设一般因果关系的存在，无

需另外就一般因果关系提供单独的证据。常识型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无论在外观上还是本质

上都与传统侵权并无不同，污染者在举证责任能力上并不比被污染者更强，或者说被污染

者在举证责任能力上并不比污染者更弱。在原告离证据的距离与传统侵权案件原告离证据

的距离并无不同的情况下，同一部法律一方面要求传统侵权案件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

另一方面要求环境侵权案件在因果关系上适用倒置规则，这种立法上的内在矛盾显然会导

致理解上的困惑和适用上的困难。

　　 （二）科学确定型环境侵权

　　科学确定型案件的特征在于因果关系在科学上已经确定，但法官无法直接根据常识
（经验）作出判断。以物理粉尘污染案 （原告居所附近存在粉尘污染）为例，原告除了请求

财产权的损害赔偿之外，还以肺部疾病 （例如尘肺）为由请求健康权的损害赔偿。尘肺患

者通常长期处于充满尘埃的场所，因吸入大量灰尘，导致末梢支气管下的肺泡积存灰尘，

一段时间后肺内发生变化，形成纤维化灶。尘肺病的一般因果关系在科学 （医学）上是确

定的，〔２６〕由原告举证证明排放烟尘和致病结果并不会增加原告的举证负担，原告举出证据

（例如医院病例或证明）之后，被告可以举出反证。一般因果关系的证明其实已经被特定因

果关系的证明所吸收，只要可以证明特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一般因果关系就已被证明 （既

然可以认定尘肺病系污染者排放的灰尘所致，尘肺病的致病机理即一般因果关系当然是确

定的）。如果原告无法证明存在特定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败诉风险，因为原告的证据距离和

举证能力显然是强于被告的。这和传统侵权行为的举证程序并无不同，不应规定由被告来

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

　　与常识型侵权不同的是，科学确定型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特定因果关系，
无论是原告还是法官都不能仅根据常识作最终判断，而应该由专家 （例如医生）判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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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来民二终字第１６号民事判决书。
“尘肺病是我国目前最严重的职业病，每年新增尘肺病病例一万例以上，其中煤炭行业尘肺病病例约占全国尘

肺病患者总数的５０％。”李强、蒋承林、翟果红：《我国煤炭行业尘肺病现状分析及防治对策》，《中国安全生
产科学技术》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４８页。



要时需要专家、鉴定机构或专家辅助人就一般因果关系予以澄清。这类案件，一旦作出鉴

定意见，特定因果关系通常即可确定 （一般因果关系自然确定），要求被告承担一般因果关

系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已无从谈起 （被告当然仍可就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乃至

其他法定事由提出抗辩）。在 “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等与昆明市环境保护局环境污染侵权

纠纷上诉案”〔２７〕中，一审被告 （三农公司、羊甫公司）在环保治污设施未通过竣工验收的

情况下陆续将承包的养殖用地分割发包给２００余户生猪养殖户，养殖废水渗入地下水系统，
导致嵩明县杨林镇大树营村委会七里湾大龙潭水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初开始出现发黑发臭现象，
致使长期以来依赖该大龙潭水生产、生活的大树营村委会相关村组人畜饮水发生困难。“经

环境监测部门多次抽样检测，证实该大龙潭水氨氮指标和菌落总数及大肠杆菌等指标严重

超标。”环境监测部门多次抽样检测的结论已经可以充分、完全证明污染事故的存在。此案

废水排放与潭水发黑发臭之间的一般因果关系已经明确，被告的排污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的特定因果关系应由原告举证。

　　科学确定型侵权案件与传统侵权案件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也无不同 （只是针对特定因

果关系，多了一个科学上可以确定的 “鉴定意见”），对于一般因果关系，并无适用倒置规

则的余地。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中可能会出现鉴定困难的科学确定型侵权，其特征在于首

先需要对一般因果关系进行司法认定，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一般因果关系在案件发

生之前尚未进入司法视野，但却已经为科学界所明确。一般因果关系尚未确定的原因不是

科技能力本身的不足，而是现实社会中还没有形成确定因果关系的司法需求。一般的科学

确定型案件的鉴定通过比较简单的鉴定手段或是花费比较小的鉴定成本即可完成，有在法

官认知视野内的资料成果予以支撑 （这些成果可能来自科学研究、商业发展、前案判决等

的需要），虽然需要鉴定，但污染物的化学、物理等性质与损害结果之间的一般因果关系本

就明显。而鉴定困难型侵权的污染物排放与损害结果之间的一般因果关系之前却并未进入

法官的视野，缺乏前案的支撑，在实践中往往属于 “首发”案件，有待司法经验上的积累。

鉴定困难型案件的鉴定难度虽然比一般的科学确定型案件要大，但由于最终可以得出科学

界确定的有关一般因果关系的意见，因此举证责任仍应分配给原告。鉴于此类案件的鉴定

难度较大、鉴定费用较高，可以考虑让败诉方承担并让被告先行垫付鉴定费用，这比举证

责任倒置更有意义，也更能达到保护被侵权人利益的立法初衷。

　　 （三）科学不确定型环境侵权

　　科学不确定型案件的特征在于，科学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科学界对关联性或
因果性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存在反对意见，尚未形成较强的共识。有能力造成

这类侵权的行为人相对于被侵权人大多处于强势地位。〔２８〕例如，垃圾焚烧厂排放的二英

是否可能造成周边居民的某种疾病；某化工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气中含有其化学毒性与人体

健康损害之因果性尚未得到证实 （但存在相关性证据）的化学物质，居住周边的某居民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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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云高民一终字第４１号民事判决书。本案的争议在于侵权行为是否已经停止、恢
复原状所需成本的认定是否存在问题等，而不是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原被告双方和判

决书中都没有明确提到因果关系的问题。

因此，日本法院认为 “事业者在被提起诉讼的场合必须对因果关系提出证明资料，所以就必须预先调查研究

事业对周边居民和环境的影响 （危害），得到科学性的认识”；“在立法之际，应当对容易接触科学认识的人

课以信息提供义务，进行更高提升科学认识水准的制度设计”。前引 〔１０〕，于敏书，第５０８页以下。



上了可能是该化学物质引起的疾病。此类污染案件，因果关系的举证无论对于原告还是被

告都比较困难，原告固然欠缺举证能力，被告也无法完全证明不存在因果关系 （或关联

性）。法官在科学家还在犹豫时在个案中却必须给出司法结论，虽然判决的效力只能及于本

案，但司法本身的性质会使得基于个案的结论突破个案，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个案之外的社

会发展进程。

　　虽然科学不确定型的一般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但在此之前，原告需要首
先证明关联性的存在。在一般因果关系的证明上，所谓的关联性应当是指流行病学研究报

告或论文中对污染因子与所受损害之间关联性的研究。〔２９〕运用不同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所

得关联性的确定性不同，为了减轻原告的举证难度，原告只要能够提供某种流行病学研究

方法所得关联性结论即可，〔３０〕此时，法官即可基于事实推定形成一般因果关系存在的心

证。之后，则应由被告就不存在一般因果关系举证 （本证）。被告证明不存在一般因果关系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考虑 “环境侵权解释”第 ７条给出的标准；二是基于对流行病
学证据效力的认定。由于科学不确定型案件因果关系的判断往往基于流行病学证据，本文

拟基于流行病学证据的效力认定来提供判断一般因果关系不存在的更为明细的方法。

　　第一，如果原告提供的流行病学证据非常薄弱，而被告则提供了大量的证明一般因果
关系不存在的证据，则可以作出一般因果关系不存在的认定。如果原被告没有提供相应证

据，法官也可以根据特定机构 （“环境侵权解释”第８条）或 （和）专家辅助人 （“环境侵

权解释”第９条）的意见作出判断。例如，在谢某某诉江苏天楹赛特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大气污染侵权案中，基于一审被告提供的证据，法院认为 “关于二英暴露与小儿脑瘫

的相关性，目前国际上并无流行病学统计数据予以支持。在国际上出现的几次重大的二

英污染事件中，亦无新生儿脑瘫发病率上升的报道。在国外有关焚化炉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研究中，怀疑新生儿口面部裂、脊柱裂、尿道下裂个案的增加可能与临近焚化炉居住有关，

但并无脑瘫病例增加的现象”。〔３１〕法院认定一般因果关系不存在的重要理由即原告未能提

供二英和小儿脑瘫之间关系的流行病学证据，相反，可以间接证明一般因果关系不存在

的证据却较充分。

　　第二，被告可以提供运用效力更高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形成的研究报告或论文。例如
原告提供的关联性证据是运用 “生态学研究方法”所得，而被告提供的否定关联性存在的

证据则是运用 “队列研究方法”所得。由于生态学研究方法在确定因果关系上明显弱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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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因果关系的证明上，英美通常的做法是法官基于原告提供的流行病学证据结合司法经验进行判断，因

此，一般因果关系意义上的 “关联性”主要是基于流行病学证据。除了流行病学证据之外，美国联邦上诉法

院还总结了 “最少证明力的方法”，包括试管研究、动物实验、案例报告 （包括基于案例报告的药物说明

书）、美国联邦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ＦＤＡ）负面影响报告、鉴别诊断、通过不可靠方法所得的组合证据 （每

一个证据单独看来都是通过不可靠的科学方法所得，但结合在一起看又都指向同一个证明方向）。参见前引

〔１０〕，陈伟文，第１４０页以下。本文认为，这些方法可以作为证明一般因果关系意义上 “关联性”的方法，

具体如何运用这些证据，涉及到大量相应领域的知识，如何把这些知识和方法转化到司法实践中，是有待法

学界和司法实务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由于只有在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案件中才有一般因果关系 “关联性”的证明问题，因此原告对关联性的证明

只要达到可以证明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程度即可，即应该对一般因果关系之关联性证明采取较为宽松的标准。

例如，原告提供了正式出版物中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 （或诸如此类的已经出版的科学研究），或前引 〔２９〕
中的各种证据，即可认为达到了证明一般因果关系关联性的标准。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通中民终字第０７００号民事判决书。



列研究方法，〔３２〕法官由此可以认定不存在一般因果关系。

　　第三，如果原被告双方提供的流行病学证据研究方法相同或相似，则可考虑原被告双
方证据的说服力。例如，如果被告提供的报告或论文来自明显更具权威的期刊，或者被告

提供的流行病学证据在数据上更具说服力，或者被告提供的鉴定机构或专家辅助人更具权

威性，〔３３〕而支持一般因果关系不存在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支持一般因果关系存在的成果

时，则可以认定一般因果关系不存在。上述三个因素并不需要同时具备，法官应当综合这

些因素进行判断。例如在吕某等与姚某等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中，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来看，“南门村的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该 ‘废旧回收站’落户前１０年和后 ６年都
处于车墩镇乃至松江区的低水平，虽然后６年该村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上升，但是上升的
幅度明显低于松江区全区水平，也低于对照的联庄村。因此，综合流行病学调查，结合环

保部门检测结果，该村目前尚无其他异常情况发现”。〔３４〕此案法官实际上已经自觉运用了

流行病学的证据和方法，认定既有证据在数据对比上 （“上升的幅度明显低于松江区全区水

平，也低于对照的联庄村”）有利于一审被告，否定了废旧回收站的排放物质和原告恶性肿

瘤之间存在一般因果关系。

　　第四，可以运用 “希尔标准”〔３５〕的反向指标。例如，被告可以证明关联的时间顺序存

在问题，关联的强度违背常识或有其他类似证据证明关联的强度不可信 （例如有关关联强

度的研究已被证明为存在虚假数据），关联不具有可重复性，流行病学有关关联的研究不具

备生物学合理性，被告有证据证明关联存在替代解释等。

　　第五，被告提供了原告所受损害的类型可能是其他原因所致的有力证据。例如在前引
谢某某案中，二审法院认为：“造成胎儿和婴幼儿脑瘫的病因很多，发病机制也非常复杂，

目前学界公认的病因有低体重儿、先天性异常、脑缺血缺氧、核黄疽、先天感染等。……

还有部分脑瘫形成原因不明。而在本案中，并不能排除上述诸多因素与上诉人脑瘫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３６〕

　　当运用上述方法仍无法令法官判断一般因果关系是否存在时，法律事实 （一般因果关

系）乃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由于被告承担一般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因此被告应

承担败诉风险。

　　 （四）法解释学视角下的一般因果关系举证责任

　　在引进、研究一般因果关系与特定因果关系、到达的因果关系与致害的因果关系的区
分的基础上，应当选择合适的时机把这种区分引入立法或司法解释。而在立法和司法解释

尚未修改之际，法官如何根据这种区分灵活适用既有法律，也成为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通过解释论的进路，可以试着考察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与因果关系类型化之间的具体关系，

即如何在类型化的视角下重新理解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由于立法只有侵权责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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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０〕，陈伟文，第１３７页。
是否具备权威性是一个抽象概念，具体可以参考专家证言可采性的 “多伯特”标准。参见赵西巨：《专家证言、

新科学理论与法官角色———以美国法中的 Ｄａｕｂｅｒｔ标准为中心》，《证据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２９页以下。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沪一中民一 （民）终字第１２４３号民事判决书。
ＡｕｓｔｉｎＢｒａｄｆｏｒｄＨｉｌｌ，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ｒ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５８Ｐｒｏｃ．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ｙＭｅｄ．２９５
（１９６５）．
见前引 〔３１〕，南通中院民事判决书。



第６６条的简单规定，因此下文主要考察司法解释。
　　 “环境侵权解释”第６条规定： “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 ６５条规定请求赔偿的，
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

（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在常识型、科学确

定型案件中的 “关联性”，其实质指的就是因果关系本身，一般因果关系由常识经验或鉴定

意见所担保，原告完全有能力直接证明一般因果关系的存在 （或是一般因果关系不证自明，

或是一般因果关系的证明为特定因果关系之证明所吸收）。只有在科学不确定型案件中，才

需要首先由原告证明作为一般因果关系存在前提的 “关联性”，之后再由被告证明不存在一

般因果关系。例如，原告可以借鉴美国有毒物质侵权法流行病学证据的２．０规则，〔３７〕只要
能够提供相对危险度大于某一数值的相关性证据，即可认定原告完成了一般因果关系层面

上 “关联性”的证明 （通过文献报告、专家辅助人证言等），转而由被告证明不存在一般因

果关系。〔３８〕如果原告提供了证明效力较低的横断面研究或生态学研究证据，也可以认为原

告满足了 “关联性”的证明标准。

　　 “环境侵权解释”第７条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二）

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

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其中，第 １项
“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可以理解为一般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

只要被告能够证明污染物与损害之间不存在一般因果关系，污染物从其自然属性上来看不

可能造成某种类型的损害，即可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从本文的分析来看，只有存在科学

不确定性的第 ＩＩＩ类一般因果关系才应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其他两类一般因果关系的举证责
任仍在原告。由于常识型和科学确定型案件的一般因果关系不证自明或被特定因果关系的

证明所吸收，在这两类案件中原告并不需要单独证明一般因果关系的存在，因此被告也不

需要单独对一般因果关系提出反证，自然也就不适用第７条第１项之规定。如果被告能够对
一般因果关系提出合理 “反证”，那么案件也就不再属于常识型或科学确定型，被告提出的

其实是证明一般因果关系不存在的本证，自然适用第７条第１项之规定。
　　就一般因果关系的法律适用而言，常识型和科学确定型的案件，由于一般因果关系可
为常识经验或鉴定意见所完全确定，原被告不会对一般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产生疑问，判决

书应当避免引用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的规定，以免造成逻辑上的冗余和不必要的误解。而科
学不确定型案件则应明确引用第６６条的规定，就证明责任而言，由被告负责证明一般因果
关系不存在；就败诉风险而言，在穷尽一切证据仍不能判断一般因果关系不存在时，把败

诉风险分配给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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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ａｎｉＧｏｌａｎｓｋｉ，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ａｔａ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ｉｎＴｏｘｉｃＴｏｒｔＣａｓｅｓ，１０８（２）ＰｅｎｎＳｔａｔ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８０．
对于一般因果关系，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证明思路，即不是由原被告等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是由法院依

职权进行司法调查，参见前引 〔１０〕，于敏书，第２７８页。本文认为，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是在法院经调查
后无法判断一般因果关系存在的，分担败诉风险时将失去法律依据。法院固然可以依职权调查并判断一般因

果关系是否存在从而减轻或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但败诉风险仍需要由举证责任予以事先规范。



三、特定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基于致害时空顺序的考察

　　科学不确定性通常只存在于对一般因果关系的认定过程中，因为一般因果关系追寻的
是污染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 “可能性”，以认知难度为类型化标准对此进行区分理属当

然。而特定因果关系通常说来并不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问题，因此不能以认知难度为标准

对特定因果关系类型化。特定因果关系是在认定存在一般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判断特定损

害是否是由排放者排放的污染物所造成或引发，而污染物造成或引发损害的自然过程可分

为到达的因果关系和致害的因果关系。故此，以到达和致害两个时空阶段对特定因果关系

进行类型化并分别研究其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是一条合理路径。

　　 （一）到达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

　　环境侵权与一般侵权在致害过程上最主要的不同在于，侵权行为并非直接作用于被侵
权人，环境污染致害必须通过 “环境”这一中介。排污者排放的污染物需要通过一系列物

理 （原生污染）乃至化学 （次生污染）过程，才能到达损害发生地，被侵权人的人身或财

产暴露于损害发生地的污染物中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始生损害。因此，损害发生地的

污染物究竟是不是本案排污者所排放的，成为在特定因果关系层面首先需要认定的问题。到

达的因果关系要解决的是损害发生地的污染物与排污者排放的污染物之间的 “同源性”〔３９〕

问题。我国学界对 “间接反证法”〔４０〕的介绍或研究其实针对的并非环境侵权的整体因果关

系，而只适用于对到达的因果关系之证明。考虑到污染物到达损害发生地的具体过程十分

复杂，往往超过了原告的举证能力，结合我国学界已有研究，本文认为，对此类特定因果

关系的举证责任可以由被告承担，即原告只需要证明 “关联性” （证明标准低于证明因果

性）即可，被告就损害发生地的污染物与其排放的污染物之间不具有同源性负举证责任。

　　原告证明到达的因果关系的关联性，可借鉴 “表见证明”〔４１〕的方法提供表面证据。除

了被告排放了污染物，损害发生地存在同类污染物这两项证据之外，只需表明被告排放的

污染物根据常识经验有可能 （盖然性）到达损害发生地即可。例如，被告在损害发生地上

游，根据经验，上游污染物有可能顺着水流流到损害发生地。如果损害发生地周边存在数

个污染源，而原告又无从知晓损害发生地的污染物源自哪个污染源，则可以通过一些特定

方法让原告有可能证明 “关联性”的存在。〔４２〕

　　根据倒置规则的要求，被告需要证明不存在到达的因果关系，被告可以考虑从 《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提供的证明因果关系存在的各项指标的 “反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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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污染源的测定方法参见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６年６月），第５页以
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损害调查》（环境保护部，２０１６年 ６月），第 ７页以下；《工业污染
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ＨＪ６０６—２０１１）和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ＨＪ／Ｔ３７３—
２００７）。
参见前引 〔１０〕，于敏书，第２７５页以下；周江洪：《日本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理论述评》，《厦门大学法律评
论》第８辑，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９５页以下。
“表见证明就是在特定事项上根据较高盖然性经验规则进行的事实推定。”参见胡学军： 《表见证明理论批

判》，《法律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９０页。
例如划定方圆范围内的 “可能者”。参见苏?、吕敬美：《方圆法则：工业排污侵权者不明的民事责任探究》，

《法学杂志》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２８页以下。



来提供证据。“总纲”提供了一些具体方法用来判断到达的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如果通过这

些方法可以证明到达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在原告没有提供相反证据的前提下，则可以认为

被告已经证明了不存在到达的因果关系。 “总纲”第 ６部分是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推荐性规
定，例如６．２．２和６．２．３分别规定了污染物的同源性分析和迁移路径的合理性分析。环境
污染物的同源性分析是指：采样分析污染源、环境介质和生物中污染物的成分、浓度、同

位素丰度等，采用稳定同位素或放射性同位素和指纹图谱等技术，结合统计分析方法，判

断污染源、环境介质和生物中污染物是否具有同源性。迁移路径的合理性分析是指：分析

评估区域气候气象、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自然环境条件，判断是否存在污染物从污染源

迁移至环境介质最后到达生物的可能。〔４３〕被告可以依据这些技术方法来证明不存在到达的

因果关系，例如可以通过鉴定机构或专家辅助人提供采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证明被告排放

的污染物没有到达损害发生地。

　　 （二）致害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

　　前文述及，致害的因果关系本身可分为两个阶段，即 “到达受害者的因果关系”（暴露

的因果关系）和 “真实致害的因果关系”（真实的因果关系）。前者是指损害发生地的污染

物通过媒介 （或者直接）为受害者 （人或物）所接触，即受害者真实暴露在污染物之中；

而后者则是指暴露于污染物中的受害者已经受到了污染物的损害。在一般因果关系存在不

确定性的案件中，甚至是在一般因果关系已经可以确定的某些科技型、医学型侵权案件中，

在司法上有可能证明的其实并非真实的致害因果关系，而是污染物致害的盖然性。例如，

甲醛释放导致白血病的案例中，即便一般因果关系已得到科学界确证，但受害者的白血病

是否 “真实”由被告释放的甲醛所致，仍不可能像传统侵权案件那样直接观察到，这里难

以避免存在概率问题，白血病也有可能是遗传或污染之外的其他因素所致。同样，以相同

条件暴露在同样的污染物中，有的人或物受到了损害而有的人或物没有受到损害，不能以

有些人没有受到损害为抗辩理由，主张排除因果关系。如果要求原告在必然因果关系的意

义上证明一个连最先进的医学都难以观察到的现象，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剥夺了此类案件中

原告的胜诉权。原告证明致害的特定因果关系，只要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即可。把这一命

题分解到致害的因果关系两阶段说，则表现为：原告只要证明存在暴露的因果关系即可，

之后由被告负责证明不存在真实的因果关系。

　　因此一般而言，在司法上能够证明暴露的因果关系就应当推定满足了致害的因果关系
的证明。只有在被告可以提出受害者所受损害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确凿证据时，区分致害

的因果关系的两个阶段才是有意义的。此时，虽然已经可以确定存在一般因果关系和到达

的因果关系，甚至暴露的因果关系也已确定，但由于可以证明原告的损害的确是由其他原

因造成的，则被告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因果关系。真实的因果关系的举证

责任应当分配给被告，只要原告证明了暴露的因果关系，即应推定致害的因果关系存在，

除非被告能够证明不存在真实的因果关系 （本证）。以原告吸入一定量的某种气体后得病为

例，假设在一定条件下吸入一定量气体会引发某种疾病的一般因果关系已被证明，且损害

发生地的气体也被证明为被告所排放 （到达的因果关系也已被证明），则接下来需要证明致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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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前引 〔３９〕，《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第６页。



害的因果关系。此时，如果原告可以证明其已经吸入了一定量可能致病的该种气体 （举证

责任在原告），即暴露的因果关系已经得到证明，那么可以推定原告的疾病系由吸入该种气

体所致。至于原告的疾病是否真由吸入该种气体所致，则属于真实的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

应由被告负责举证证明不存在真实的因果关系，例如可以从原告的疾病系家族遗传且有确

定的临床医学诊断报告等直接证据的角度，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在不同类型的污染致害案件中，在可以确定一般因果关系存在的前提下，对特定因果关系
的证明的具体方法是不同的。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不大可能以立法的形式予以事先规定，

而是需要司法经验的积累。由于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或案例材

料，本文拟借鉴美国 “石棉污染诉讼案”〔４４〕的一些经验来说明对特定因果关系之证明究竟可

能面临哪些具体问题，以便为我国理论研究或司法实践提供一个直观上的参照。美国石棉

污染诉讼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特定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并不相同，大体说来可分为如下三种。

　　第一，任意暴露量规则。任意暴露量规则是指在一般因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原告无需
就暴露剂量、暴露强度等进行举证，只需证明曾暴露于被告生产的含有石棉的产品或被告

排放的石棉中即可完成特定因的举证责任。〔４５〕任意暴露量规则一般适用于暴露途径比较明

显且没有剂量—反应关系的损害，如果暴露途径本身存在疑问，则不能适用此规则。〔４６〕

　　第二，哈夫纳原理。前文述及，证明一般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证据主要是流行病学证据，
特定因并不适用流行病学证据予以证明，然而在 “哈夫纳案”〔４７〕中，法院却承认了流行病学

证据对于特定因的证明力。法院认为，在缺乏有关暴露与疾病之间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的

前提下，如果原告可以提供科学上可靠的流行病学研究来表明原告暴露在因子中的 “相对

危险度” （ＲＲ）〔４８〕超过 ２．０，则在满足如下两个条件的前提下，可以确立特定因的存在：
第一，原告必须符合该流行病学研究的各项参数特征；第二，原告必须有合理的确定的理

由排除损害系其他原因所导致。〔４９〕为了证明第一点，原告必须证明：（１）原告与样本人群
暴露于同一因子 （而不是类似的化学物质）；（２）原告的暴露量相当于或大于样本人群的暴露
量；（３）暴露发生于损害之前；（４）损害与暴露之间的时间间隔与该研究的结论一致。〔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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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石棉是一种常见的耐热材料，吸入石棉可引发间皮瘤、石棉肺等疾病，石棉污染诉讼在美国已有几十年的历

史，曾造成了 “石棉诉讼危机”，是美国侵权法改革的动因之一。ＳｅｅＤｅｂｏｒａｈＲ．Ｈｅｎｓｌｅｒ，Ａｓｂｅｓｔｏｓ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ｉｕｍｐｈａｎｄ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２（２）Ｃｏｎｎ．Ｉｎｓ．Ｌ．Ｊ．２５６（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例如在 Ｔａｔｅ案中，原告暴露于三家不同企业生产的含有石棉的产品中并患上间皮瘤，法院认为原告无需就具
体的暴露量进行举证，因为医学研究表明很小的石棉暴露量即有可能导致个体患上间皮瘤，要求原告就具体

的暴露量举证会过于加重原告的举证负担。ＣｅｌｏｔｅｘＣｏｒｐ．ｖ．Ｔａｔｅ，７９７Ｓ．Ｗ．２ｄ１９７．
例如在 ＥｔｈｙｌＣｏｒｐ．案中，法院认为某些产品中的石棉不太可能离开产品而释放到空气中，因此不具备致病的
可能，也就不能适用任意暴露量规则。法院除了考虑原告所患疾病是否具备剂量—反应关系而外，还需要考

虑 “污染源”本身的特征。ＩｎｒｅＥｔｈｙｌＣｏｒｐ．，９７５Ｓ．Ｗ．２ｄ６０６（Ｔｅｘ．１９９８）．
ＳｅｅＭｅｒｒｅｌｌＤｏｗＰｈａｒｍ．，Ｉｎｃ．ｖ．Ｈａｖｎｅｒ，９５３Ｓ．Ｗ．２ｄ７０６（Ｔｅｘ．１９９７）．
如果因子与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联，那么可以预期暴露组的发病率将高于非暴露组，可以用暴露组的发病率

与非暴露组的发病率之间的比值来衡量暴露与疾病之间的关联强度，这一比值被称为相对危险度。相对危险

度 “是反映暴露与疾病 （死亡）关联强度的最常用的指标，其本质是率比 （ｒａｔｅｒａｔｉｏ）”。参见王建民主编：
《流行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４页。
９５３Ｓ．Ｗ．２ｄ７８１ｆｆ．（Ｔｅｘ．１９９７）．
９５３Ｓ．Ｗ．２ｄ７２０（Ｔｅｘ．１９９７）．哈夫纳原理并非针对石棉污染引发的损害，但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却把此原理
运用在了有关石棉污染的伯格—华纳案 （ＢｏｒｇＷａｒｎｅｒ，２３２Ｓ．Ｗ．３ｄａｔ７７２）中，确立了哈夫纳原理在有毒物
质侵权法中的一般效力。



该案的判断实际上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通过流行病学证据 （ＲＲ大于 ２．０）判断一般因
果关系成立，第二步则是通过比较原告和流行病学研究中样本人群的相似度 （而不是让原

告基于其活动的现实场景提供详细而具体的暴露证据）来判断特定因果关系成立。

　　第三，劳赫曼检验法。由于任意暴露量规则对原告的举证要求过于宽松，而运用哈夫纳原
理的前提 （流行病学证据相对危险度大于２．０）又被认为过于武断，〔５１〕因此，美国法院在判
断石棉诉讼特定因时，大多数情况下是适用更具包容力和公平性的 “劳赫曼检验法”，即原告

暴露于因子的 “频率、规律和距离”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测试。〔５２〕为确定特
定因的存在，原告不能仅仅简单表明其已经暴露于石棉污染中，而是需要证明其以一定的规律

性在一定的时间段中暴露于含有石棉的特定产品或场所中。〔５３〕虽然大多数法院在处理特定因

时都吸收了劳赫曼检验法，但不同的法院对劳赫曼检验法有不同的理解，有些法院完全吸收

了劳赫曼检验法，有些法院对劳赫曼检验法理解得更为宽松，另外一些则理解得更为严格。

　　就宽松版本的劳赫曼检验法而言，在斯劳特案中，法院要求原告证明其确实吸入了由
被告产品释放的石棉纤维，为此，原告只需提供其以一定频率按照一定规律在接近被告产

品的地点工作的证据。法院甚至认为，原告只要能够证明工厂四处随意堆放着被告的产品，

而原告又在工厂中工作，即可通过这种间接证据满足劳赫曼检验法的要求。〔５４〕在卢瑟福一

案中，加州最高法院认为，为了证明特定因的存在，原告并不一定需要证明事实上的因果

关系，而只需要证明暴露于被告的产品中增加了患病的风险。这其实就是用暴露的因果关

系取代了真实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在其他一系列案例中，法院根据具体案情运用了不同的

方法对特定因果关系进行了基于宽松版劳赫曼检验法的分析和判断。〔５５〕

　　就严格版本的劳赫曼检验法而言，最为典型的判例为德克萨斯州最高法院在伯格—华纳
案中确立的伯格—华纳标准，即原告除了要证明劳赫曼检验法的三个标准之外，还需要额外

证明具体的暴露量。“证明暴露的频率、规律和距离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充分的，在德克萨斯

州的法律下，要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有关暴露的量化信息是必不可少的。”〔５６〕原告要证

明特定因成立，需要证明：（１）暴露于被告含有石棉的产品中的频率、规律与距离 （劳赫

曼检验法）；（２）提供合理的、量化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产品提高了原告患病的风险 （哈夫

纳标准）。〔５７〕在一系列运用伯格—华纳标准确立特定因果关系的案例中，原告都因未能完

成对具体暴露量的举证而败诉。〔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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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例如，当相对危险度为１．９９时，如何处理？
Ｌｏｈｒｍａｎｎｖ．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ＣｏｒｎｉｎｇＣｏｒｐ．，７８２Ｆ．２ｄ１１５６（４ｔｈＣｉｒ．１９８６）．
７８２Ｆ．２ｄ１１６２－６４（４ｔｈＣｉｒ．１９８６）．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ｖ．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ａｌｃＣｏ．，９４９Ｆ．２ｄ１６７．
例如在 Ｔｒａｇａｒｚ案中，法院认为劳赫曼检验法并非一套严格的要求原告提供精确数据的检验法则，而应该根据
具体案情具体适用，检验法中的三个要素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在判断因果关系的过程中权重并不相同。在确

定某一要素时，可以使用间接确定法，例如在确定距离要素时，如果原告能够证明空气中长期存在着石棉纤

维，且石棉纤维可以在空气中漂移相当长的距离，而原告又在此距离内工作，就可以确定原告提供的证据满

足了劳赫曼检验法对距离要素的要求。Ｔｒａｇａｒｚｖ．ＫｅｅｎｅＣｏｒｐ．，９８０Ｆ．２ｄ４１１（７ｔｈＣｉｒ．１９９２）．
ＢｏｒｇＷａｒｎｅｒ，２３２Ｓ．Ｗ．３ｄａｔ７７２．
２３２Ｓ．Ｗ．３ｄ７７１－７７２．
例如在 Ｇｅｏｒｇ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Ｃｏｒｐ．ｖ．Ｓｔｅｐｈｅｎｓ案中，法院运用了伯格—华纳标准，认为原告非但没有符合劳赫曼检验
法有关频率与规律的要求，而且也没有证明具体的石棉暴露量，因此无法证明石棉暴露与间皮瘤之间的特定

因果关系。２３９Ｓ．Ｗ．３ｄ３０４（Ｔｅｘ．Ａｐｐ．Ｈｏｕｓｔｏｎ［１ｓｔｄｉｓｔ．］２００７，ｐｅｔ．ｄｅｎｉｅｄ）．



　　虽然美国石棉污染诉讼对因果关系的证明标准历经变化，不同法院判决差异较大，但
从中仍可以得出几点重要结论：第一，所有案件中都是由原告负责提供证据来证明存在暴

露的因果关系。第二，具体的证明方法和石棉污染的特征紧密相连，无法通用在其他类型

的污染案件中。第三，证明因果关系的标准不断变化，是一个动态认知的过程，无法由立

法事先予以固定。第四且最为关键的是，原告需要证明的其实并非致害的因果关系本身

（真实的因果关系），而只是到达受害者的因果关系 （暴露的因果关系）。只要原告证明了到

达受害者的因果关系，即推定致害的因果关系成立，除非被告提出的证据 （例如原告疾病

有家族遗传等）足以推翻法官的心证。美国石棉诉讼案充分反映了特定因果关系证明的科

技性、复杂性乃至历史性，无论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如何分配，都无法从事实上减轻判断的

认知难度。由于原告在暴露的因果关系上的证据距离更近、举证能力更强，由原告对此承

担举证责任应当是比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更为合理的分配方式。

表２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表

举证责任承担

因果关系类型

由原告证明存在

因果关系

由被告证明不存在

因果关系

一般因果关系
已确定 （常识型、科学确定型） √

不确定 （科学不确定型） √

特定因果关系

到达的因果关系 √

致害的因果关系
暴露的因果关系 √

真实的因果关系 √

　　 （三）法解释学视角下的特定因果关系举证责任

　　原告如果要证成到达的因果关系意义上的 “关联性” （“环境侵权解释”第 ６条第 ３
项），需要证明如下两点：一是 “环境侵权解释”第６条第１项的 “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

二是污染物到达损害发生地的可能性，对可能性的证明可以借鉴 “间接反证法”或 “表见

证明”的方法，即只要证明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损害发生地存在原生或次生污染物以及

路径上的经验盖然性即可。 “关联性”被证明之后，由被告负责证明到达的因果关系不存

在。“环境侵权解释”第７条第２项是对到达的因果关系的规定，司法解释明确此种因果关
系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本文的论证思路与此一致。暴露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由原

告承担，不存在 “关联性”的证明问题。

　　到达的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关联性证据究竟包括哪些，有待司法经验上的积累。相对于
一般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关联性所具有的科技性，到达的因果关系上的关联性应该相对更具

经验性，“提交关联性的初步证明材料，意味着只要具有一般表象证据即可，不必严苛到这

些证据与污染行为之间存在必然的直接联系”。〔５９〕到达的因果关系的关联性证据可以是损

害发生地存在污染 （环境质量超标），污染物有到达损害发生地的可能性 （例如根据风向和

水流方向即可从经验上判断）等。至于暴露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原告需要

根据不同污染致害的特征，从暴露量、暴露频率等方面来证明致害的因果关系。对此，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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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并未有明确规定，未来可参考前文介绍的美国石棉污染案的司法经验在不同类型的

污染案件中建立类型化的证明规则。

　　就特定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的法律适用而言，关于到达的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举证
责任由被告承担，需要明确引用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的规定，而暴露的因果关系则应由原告
举证，应当避免引用第６６条的规定。总结说来，法官应当根据具体个案的所属类别，在判
断因果关系时区分一般因果关系和特定因果关系，到达的因果关系和致害的因果关系，这

种区分可理解为事实上的区分，并不违背现行侵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法律规定。

仅在科学不确定型案件中，才应针对一般因果关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需要区分到

达的因果关系和致害的因果关系的案件中，只针对到达的因果关系和真实的因果关系适用

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在其他情况下，回避侵权责任法第６６条的适用。

结　论

　　一般因果关系和特定因果关系的概念区分已为英美法系实践证明为可以有效运用于环
境侵权司法，而到达的因果关系和致害的因果关系之区分又的确是大多数环境侵权因果关

系的两个真实阶段，不同阶段原被告掌握证据的能力存在重大差别。〔６０〕把这些经受过理论

和实践考验的概念引入司法实践乃至立法，不应担心概念过多造成混乱，真正应担心的恰

恰是一刀切的因果关系概念给举证责任分配乃至对因果关系认知本身造成的负面影响。法

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然而如果不注重概念的精确化和逻辑的清晰性，单纯的 “经

验”积累不可能促使法律随着社会变化的需要而发展。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是理

论、立法和司法中的疑难问题，通过理论上对因果关系的类型化研究，为立法和司法判断

搭建一个基本的理性框架，之后再经过司法经验上的积累进一步明确问题所在，针对不同

类型因果关系的特点分别细化研究，或可使复杂的整体问题在分解为较为简单的子问题的

过程中降低难度。

　　总结说来，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过程首先是证明一般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在常识
型和科学确定型案件中这个步骤一般可被省略，而在科学不确定型案件中这个步骤恰恰是

证明的难点，因此在前两类案件中一般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由原告承担而在科学不确定型

案件中一般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则应由被告承担。当一般因果关系已被证明，之后则进入

特定因果关系的证明过程。特定因果关系分解为到达的因果关系和致害的因果关系，而致

害的因果关系可进一步分解为暴露的因果关系和真实的因果关系。当到达的因果关系 （被

告承担举证责任）已被证明，则由原告负责证明暴露的因果关系，符合暴露的因果关系证

明标准之后，最后由被告承担真实的因果关系不存在的举证责任。这一整体过程中的上一

步和下一步不是本证和反证的关系 （每一步骤内则存在本证和反证），每一步都是独立的举

证责任分配问题，前一步因果关系的证成是后一步因果关系证明的逻辑基础，缺少前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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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一般因果关系和特定因果关系，到达的因果关系和致害的因果关系都属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本文并未涉及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从理论上说，即便证明了这些事实因果关系的存在，法官还需要根

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来判断是否构成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相当性如何认定因此成为需要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的证成，则后一步的证明是没有意义的。虽然在某些具体个案中，对因果关系判断的这些

步骤可能并非完全清晰呈现，但对因果关系的类型及其判断过程的理论描述，实际上是隐

藏在每一个个案的分析之中的。本文阐明的是因果关系判断的基本逻辑框架，个案经验上

的区别并不会影响逻辑框架结构的稳定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分析只是基于现行侵权责任法已经
规定了倒置规则的考虑，借助于因果关系类型化，可以更加明晰、合理地适用倒置规则。

然而，从理论上来看，倒置规则并非是今后必然的立法选择，也完全可以用降低原告证明

标准的方式来衡平原被告双方在举证能力和证据距离上的差距。但即便立法采用后一种方

式，也不影响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类型化研究的意义。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类型化的意义并

不局限于如何适用倒置规则的层面，在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本身的认识、不同因果关系类

型证明标准的区分、原被告在不同因果关系类型上的证明能力、数人侵权责任的承担乃至

判决说理等方面，类型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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